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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其力与合群互助：
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释义∗

马学军

提要：蔡元培 １９１８ 年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推动了近代“劳动”
观念的转变和实践。 蔡元培主要受严复“群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
响，指出凡出劳力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都是“劳工”，自食其力的“工” （劳
动）对个体人格养成、群的强盛以及理想世界具有重要价值。 蔡元培还以讲
演、编写教科书的方式向民众普及劳动的价值。 本文重返历史的视野，以理
解劳动和劳工问题何以成为“群学”意义上的社会学最初所关心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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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劳动”观念转变中的“劳工神圣”

“劳动”和“劳工”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近代中国百

年变迁的重要议题。 由这两个概念所引发的工读互助、劳工运动和劳

动改造等社会运动，不仅直接影响了“五四”一代的青年学生，还影响

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可是，在以士人为“四民之首”
的传统中国中，劳工的地位和劳动的价值原本是非常低的，何以在近代

被提到如此崇高的位置，成为人们普遍认可并追求的价值观念呢？ 从

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劳工和劳动问题，就不只是经济和社会问

题，还是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问题。 我们不仅应从劳动社会学、工人运

动史的角度去研究，而且应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去研究。
近代中国有关“劳动”的观念转变，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西学

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与西方现代“劳动”观念的传入密切相关。 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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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英语语境中，“ ｌａｂｏｕｒ”一词经过长期的概念史和观念史演变，到 １７
世纪发展出抽象化的商品性意涵，并具有了崇高的伦理价值和哲学意

涵。① 正如阿伦特所说，“劳动突然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上升到最

高级、在所有人类生活中最受尊敬的地位，这种变化始于洛克发现劳动

是一切财产之源，接着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最后在

马克思的‘劳动体系’中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

源泉和人性的真正表现”（阿伦特，２００９：７４）。
传统中国虽有“劳动”一词，但在“劳心”和“劳力”长期贵贱二分

的文化观念中，并不具有现代劳动观念中崇高的生产性和伦理性意涵，
其含义在近代中国经历了重要的转折过程。 近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

与现代有关“生产”的观念密不可分。 １９ 世纪末，近代思想家陈炽最先

把劳动与“生财”的概念相联系，用中国传统“生财”的概念来表述现代

“生产”的含义；梁启超进而把劳动与“生利分利”结合在一起，并由此

派生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剥削等范畴，引发了 ２０ 世纪重要

的社会政治革命（刘宪阁，２０１７：２３－２４）。 然而，只有在伦理观念上完

成根本转变，才能彻底扭转中国传统中“劳心”和“劳力”的二分观念，
才能真正形成现代的劳动观念。

这一转变的完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
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入，促使近代

劳动观念在伦理层面发生转变。 其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对近代劳动观念

的形成较早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德里克指出，“从 １９０７ 年至 １９２０ 年

代在所有传入中国思想界的彼此冲突的激进主义哲学中，只有无政府

主义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介绍得也最全面”（２００６：２５）。 无政府主义

者最先在中国提出了教育普及、家庭改革以及妇女解放、个人解放的要

求，还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劳工联盟和第一份以“劳动”命名的杂

志———《劳动》月刊。 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者也最先提出“劳动者，神
圣也”的口号，将体力劳动从为人所鄙视的地位提到崇高的高度。 这

也是 １９１８ 年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讲演的先声（李怡，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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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１３ 世纪英文语境中，“ ｌａｂｏｕｒ”一词有工作与辛苦（痛苦）两个意涵，当时“劳工”（ ｌａｂｏｕ⁃
ｒｅｒ）也主要是指手工工人（威廉斯，２００５：２５６）。 从 １７ 世纪起，经洛克、亚当·斯密和马克

思的发展，“ ｌａｂｏｕｒ”成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词汇，与资本、原材料共同构成生产的基本

要素，并特指产业工人这一劳动阶层。 到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 ｌａｂｏｕｒ”一词已发展出抽

象化的经济活动和抽象化的社会劳动阶层这两种现代意涵（威廉斯，２００５：２５７－２５９）。



随着近代“劳动”观念的转变，加上晚清科举制的废除和社会变

动，近代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转变。 余英时、罗志田从

近代社会史、政治史变迁的角度，阐释了读书人从传统上位居“四民之

首”到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的地位转变（余英时，１９９１；罗志田，
１９９９：１９１－２４１）。 王汎森则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梳理了近代知识分子的

自我形象从“四民皆士”到“四民皆工”，再到“五四”时期“我很惭愧，
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的转变过程（王汎森：２０１１：２７７－３０４）。 北京

大学校长蔡元培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全国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

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劳工神圣》这篇讲演，把“劳工”的地位提高到

“神圣”化高度，由此形成了“四民皆工”的思潮和观念。 这可以说是近

代劳动思潮形成和转折的关键。
蔡元培发表的《劳工神圣》讲演，推动了“四民皆工”观念的形成，

也给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议题，即“劳动”
观念的认识和实践问题。 在“五四”运动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生广泛传扬劳动与劳工的重要价值，并身体力行去实践。 人人都要劳

动，不劳动反而是可耻的。 “五四”青年学生在各地广泛开展的“工读

互助”这种劳动与读书结合的集体生活试验即是明证。 以此来看，“五
四”时期的劳动问题就不只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是伦理问题和

道德问题（马学军，２０１８）。
近来一些研究也关注蔡元培《劳工神圣》这篇讲演的价值，多探究

“劳工神圣”之后的劳动思潮和劳动问题的演化，如分析从“劳工神圣”
到“劳工问题”的议题转变（闻翔，２０１８），从“劳工神圣”到“工人阶

级”、“劳动阶级”的语义转变（蒋凌楠，２０１９；李双、杨联芬，２０１９），或是

分析从“劳工神圣”到“工人运动”的实践转变（熊秋良，２０１９）。 蔡元

培这篇讲演对“四民皆工”观念的形成、后来劳动运动的扩展和劳工问

题获得重视都有重要影响，在近代劳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具有“承前

启后”的重要意义。
我们关注“劳工神圣”是如何“启后”的，同时也应关注“劳工神

圣”是如何“承前”的。 我们也应去探究传统中地位低下的劳动和劳工

在近代是如何神圣起来的。
蔡元培先生一生以教育事业为志业，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

点。 那么，他是在什么语境下发表这篇讲演的？ 他“四民皆工”的价值

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他在什么意义上认为劳工是神圣的？ 围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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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自这篇讲演发表至今，也有不少文献对“劳工神圣”这四个字的

含义进行了解读。 这些文献提供了很多有启发的观点，但我们仍需沿

着蔡元培内在的思想脉络，深入理解和发掘“劳工神圣”更丰富的思想

意涵。
本文先简要论述蔡元培的思想特点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贡献，

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在他的思想脉络中来理解“劳工神圣”的含义。 就

专门的学术贡献而言，何怀宏、黄进兴等学者认为，蔡元培的伦理学是

贡献和影响最大的，这一点对杨昌济、毛泽东都有重要影响（何怀宏，
２００５：７９；黄进兴，２０１４：８６－１３２）。 张汝伦认为，蔡元培提倡“文明之消

化”，认为中西文化并非截然相异，而是异中有同，有普遍共同性，可以

相互吸收（张汝伦：２０１４：６１５）；蔡元培始终把道德作为根本目的和终

极关怀来强调，他的新道德观是其一切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新道

德观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作为日常的行为规范来实践的（张汝伦：
２０１４：６２０－６２７）。

以此来看，蔡元培的伦理思想以及他的新道德观又是他整体思想

的基础，是理解其教育学、美学、哲学等思想的出发点。 这既关系到他

如何阐发并吸收东西方文化，还关系到他是如何将某些观念转换为日

常实践的。 基于此，本文从蔡元培《劳工神圣》这篇讲演的语境和其思

想脉络出发，追溯对其影响最深的严复“群学” （这是以往研究非常忽

视的地方）和无政府主义两个主要的思想渊源，重点阐述劳工或劳动

的概念在这两个思想体系中何以是神圣的。 同时，本文会关注蔡元培

如何互通解释中西方不同的“劳动”观念，又如何将其转换为具体实

践。 深入研究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的含义，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劳

动观念的转变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的视

野（渠敬东，２０１５），去理解劳动和劳工问题何以成为“群学”意义上的

社会学最初所关心的主题。

二、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的含义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为纪念一战协约国胜利，北京的学校组织了

盛大的集会游行。 １１ 月 １５、１６ 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带领胡适、陈独秀

等北大学者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对广大群众的讲演大会。 蔡元培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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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演说，１６ 日又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说（高叔

平，１９９８：１３７）。 《劳工神圣》的演说全文如下。

诸君！
这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

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 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

值了。 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

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 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

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 所以农是

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
我们都是劳工。 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 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 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

官吏！ 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 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

人！ 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咨议！ 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

员！ 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 我们要

认清我们的价值。 劳工神圣！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８ｂ：４６４）

（一）“劳工神圣”的疑问和解读

蔡元培这篇讲演稿很快就在《北京大学日刊》 《新青年》 《每周评

论》《新潮》等刊物全文刊载。 “劳工神圣”也被附以图画、诗歌、文字用

于不同目的，一时传播甚广，议论纷纷，各种疑问也层出不穷。 有人问

道，劳工是指筋肉劳动还是精神劳动，如果是指筋肉劳动，那么精神劳

动是不是就是不神圣的？ 神圣是指像神一样的存在呢，还是说不可侵

犯呢（玄庐，１９２０）；也有人疑惑，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一方面又提倡

罢工或提出减少工作时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独秀，１９２０）；还有人

说，“除了手工，其余都不是劳工，都不算得神圣。 从今以后，惟挑夫担

夫东洋车夫等乃是真正神圣人，他们的工作乃是真正神圣的事业”（梁
云池，１９２１）；很多青年学生疑问，“不知道劳工到底为什么是神圣；即
使知道，也不知如何去着手？”（力子，１９２０）。

自这篇讲演发表至今，有不少文章围绕这些问题对“劳工神圣”这
四个字的含义进行了解读。 早在 １９１９ 年，唐宝锷就发表长文阐释“劳
工神圣”的含义，认为蔡元培所言的“劳工”是指现代产业工人，演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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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是“今后政治社会经济中心之劳工神圣问题”，而“劳工”是人类在

进化意义上从专制政治、国民政治演化为社会政治的重要力量，国民政

治失败的民国社会尤需重视劳工的地位和价值（唐宝锷，１９１９）。 不可

否认的是，一战的发生和欧洲社会经济问题有关，劳工问题又是欧洲当

时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蔡元培的讲演也确实提到十五万华工代表中

国参加协约国作战，肯定了这些劳工的价值。 可是，这一观点忽视了这

篇讲演后面的两段内容，并不能解释蔡元培为什么又说士农工商都是

劳工，为什么说“我们都是劳工。 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
近来有一些研究也试图从蔡元培的内在思想来阐释“劳工神圣”

的思想意涵及其源流。 冯志阳认为蔡元培眼中的劳工并不是工人，也
不是劳农，而是对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现代命名。 蔡元培的“劳工神

圣”思想渊源并非来自俄国十月革命和给中国带来一战“战胜国”荣誉

的旅欧华工，而是来自中国“民贵君轻” 的传统民本思想（冯志阳，
２００９）。 冯志阳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蔡元培的影响，但忽视了清

末民初以来外来的社会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对蔡元培的影响。
冯庆认为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主要来源于传统墨家思想和近代

无政府主义思想。 不过，把蔡元培“劳工神圣”中的劳工等同于从事体

力劳动的劳动者，尤其指构成游民社会的底层劳动者（冯庆，２０１６），这
就偏离了蔡元培“四民皆工”的原意。

（二）自食其力而非不劳而获

蔡元培所言的“劳工”是指什么呢？ 他说，“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

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 （蔡元培，
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８ｂ：４６４）。 也就是说，只要用自己的劳力作有益于他人的事

业，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劳工。 这里的劳工取消了传

统社会对“劳心”和“劳力”的区分，并没有赋予“劳力”在道德上高于

“劳心”的含义。 在讲演中，蔡元培指出了“劳工神圣”的对立面，即哪

些行为是不神圣的。 那些“凭借遗产的纨绔儿”“卖国营私的官吏”“克
扣军饷的军官”“操纵票价的商人”“领干脩的顾问咨议”“出售选举票

的议员”，其共同特点不是具有共同的身份或职业，而是“不劳而获”。
其实，蔡元培对“劳工”概念的这种认识早在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他草拟

的《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中就出现了。 《学约》言：“古称四民：士、农、
工、商。 士者，包官与师而言，实言之，则皆工耳。 农者，耕牧之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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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者，制造之工也。 商者，贸易之工也。 师者，教育之工也” （蔡元培，
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０ａ：２５４）。 蔡元培很早就认为传统的四民都是“工”，只要付

出自己的劳力有益自己和他人的就都是“工”。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蔡元培写

的《教育工会宣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凡人以适当之勤劲，运
用其熟练之技能，而所生效果确有裨益于人类者，皆谓之工。 我国自昔

分职业为士、农、工、商四类，实则工以外三者，亦得以工赅之” （蔡元

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７：１０４）。
“工”字作为名词，在古代汉语有规矩、工匠、乐人、官吏的意涵，还

有工夫、技艺、工作场所、工作、工时、功绩等意涵（汉语大字典编辑委

员会，１９９３：１７３）。 表达“工作”含义时，“工”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英文

中具有中性意义的“ｗｏｒｋ”一词。 英语中的“ ｌａｂｏｕｒ”一词，在用法上早

期也与“ｗｏｒｋ”一词有关联，有劳动、劳工和工作的意思。 不过，现代的

“ｗｏｒｋ”一词仅指有薪酬的工作，具有中性、正面的意涵，而“ ｌａｂｏｕｒ”现
在已经变成意指一种商品以及一个阶级的词汇了 （威廉斯，２００５：
２６０）。 在近代中国，人们也常用“工”来表述现代的劳动概念，如曾经

风行一时的“勤工俭学”或“工读运动”，就采用了颇具现代意义的

“工”。 劳动与工作的区分起初还只是朦胧的、不明确的，二者界限的

最终建立是在 １９１９ 年以后（刘宪阁，２０１７：２３－２４）。
因此，蔡元培“劳工神圣”中所言的劳工在当时实指具有广泛意义

和中性色彩的“工作” （ｗｏｒｋ）一词，并非指某一群体、某一行业或某一

阶层的人。 只要能自食其力而非不劳而获，都是劳工。 那么，为什么蔡

元培会认为在一战协约国胜利之后，人人自食其力的行为是神圣的呢？

（三）互助进化战胜竞争进化

蔡元培在讲演开篇就明言，“这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

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 我昨日曾经说

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 若不结合前一天有关黑暗与光明的讲

演内容，我们就很难理解当时的语境以及“劳工神圣”的思想意涵。
在前一天发表的《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讲演中，蔡元培提出了四组

主义的消长关系：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和光明的互助论发展、阴谋派的消

灭和正义派的发展、武断主义的消灭和平民主义的发展、黑暗的种族偏

见消灭和大同主义发展（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８ａ：４５７－４６０）。 蔡元培认

为，一战的发生是由以德国为代表的阴谋派、武断主义、种族主义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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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掠夺引起的，一战德国的失败也是这些主义的失败，是协约国正义

派、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的胜利。 在哲学意义上，一战协约国的胜利证

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战胜了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 此后，对抗

竞争的强权论会被人们所抛弃，而互助论会被人们所接受。
这样看来，蔡元培在《劳工神圣》讲演开篇所说的“发展种种光明

的主义”，是指互助主义、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 蔡元培之所以说“此
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是因为一战协约国的胜利代表了一个

新世界的开启，此后是互助的、平民的、大同的世界，而非私利竞争和相

互掠夺的世界。 全世界自食其力的人们，通过相互协助，可以共同走向

未来的大同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对中国政治结构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

思想界的影响至深至巨，引发了一战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变动（郑大

华，２００５）。 当时，进化论受到批评，互助论受到欢迎，成为在中国颇有

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吴浪波，２００５）。 蔡元培在一战前后极力宣传互

助论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变动。 蔡元培的这篇讲演以

及“劳工神圣”的思想，也需要放在这一思想变动中，结合无政府主义

的互助论来理解。
那么，蔡元培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互助

论呢？ 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劳动在何种意义上是神圣的？ 蔡元培对

此又是如何理解和阐发的？ 在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之前，我们

先来探究较早对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严复的“群
学”思想。 而这一思想源流是已有的蔡元培思想研究比较忽视的

地方。

三、“群学”思想与“劳工神圣”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不仅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１６ 两日带

领北大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发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而且还利用当

月 ２８ 日至 ３０ 日政府举行庆典的机会，又通令北京大学停课三天参加

提灯会（高叔平，１９９８：１４０）。 蔡元培认为，参与这些庆祝协约国胜利

的活动，对学生而言是一种“无形之训练”，并向学生解释道，“人者，群
性的动物也，不能孤立而生存，动必以群……学校，群之小者也，不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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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大之群之国家，尤不能外于最大之群之世界。 世界之休戚，国家之

休戚随之。 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 学校之休戚，学生之休戚随

之”（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８ｃ：４６９－４７０）。 蔡元培这种小群大群的道理体

现了严复“群学”思想的影响。 严复的“群学”思想是我们理解蔡元培

“劳工神圣”思想含义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一）严复“群学”思想对蔡元培的启蒙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思想家，是近代系统引入西方社

会科学的第一人。 严复对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思想都产

生了重要影响（史华兹，２０１０：２）。 早在 １９０１ 年 ４ 月，蔡元培就自言

“侯官浏阳，为吾先觉。 愤世浊醉，如揉如涂。 志以教育，挽彼沦胥”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１：３１３），说明他很早把严复 （“侯官”） 和谭嗣同

（“浏阳”）视为自己的思想启蒙人物。 １９０２ 年 ５ 月蔡元培撰写的《群
学说》一文更是直接阐发了严复的“群学”思想。

严复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于 １８９５ 年连续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

变之亟》《原强》 《辟韩》 《救亡决论》四篇政论文，宣传西方社会思想，
呼吁救亡图存。 严复在《原强》中介绍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进化论，阐述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严复认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

学说“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 （严复，
１９８６ ／ １８９５ｂ：１６）。 在严复看来，斯宾塞的“群学”与中国《大学》中诚心

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群学治，而后能

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严复，１９８６ ／
１８９５ａ：７）。 严复期望以“群学”来改造中国社会，自强保种。①

严复指出，“群学”首先是以民本论为基础的。 “至于其本，则亦于

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 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

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严复，１９８６ ／ １８９５ａ：１４）。 在严复看

来，当时中国实为一“病夫”，民智不开，民德已衰，民力已困。 少数人

推动的变法图强是治标而不治本。 “民”才是一国之根本，人心风俗的

转变才是一国自强的根本之道。 中国处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中，若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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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图强、保种保国，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并进，才能

治其本（严复，１９８６ ／ １８９５ｂ：２７）。
民本论的基础首先是个体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即民能自利、自由和

自治（严复，１９８６ ／ １８９５ａ：１４）。 严复认为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必须植

入现代的因素，在国民中构建具有个体自由、平等基础的“群”，才能强

本固民。 不过，严复更看重“群”的意义上的竞争，而不是个体意义上

的竞争。 《天演论》“制私”一节提到，“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

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 故曰自营大行，群
道息而人种灭”（严复，１９８６ ／ １８９８：１３４６）。 严复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

更看重的是群与群、国与国、种与种的竞争，因此又写《有如三保》 《保
教余义》《保种余义》等文章，呼吁国人要保国保种保教。

当时，蔡元培在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甲午战败的消息曾使他“心
绪恶劣，不写日记”（蔡元培，１９９８ ／ １８９４－１９１１：６９）。 １８９８ 年百日维新

期间，严复到北京通艺学堂讲学，蔡元培不仅有幸现场聆听了严复的讲

演，而且还保留了严复未讲的文字内容，“人为群变，群为人变，故欲知

群，先知人理。 政变风俗，风俗亦变政” （蔡元培，１９９８ ／ １８９４ －１９１１：
２０８）。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告终。 严复随即离开北京到天

津继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翻译出版《天演论》等书。 蔡元培也受政变

影响，弃官南下，回浙江从事教育事业。 在浙江，蔡元培继续关注严复

新出的文章和著作，持续阅读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和严复翻译的《天
演论》（蔡元培，１９９８ ／ １８９４－１９１１：２１１－２１２、２８０）。 蔡元培自言阅读《天
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０ａ：２５７）。

这一时期，蔡元培深受严复著作的影响，思想发生重要变化。 在

１９００ 年 １０ 月写下的《书姚子〈移居留别诗〉后》一文中，蔡元培叙述了

戊戌政变前后自己的思想变化。

戊戌之变，元培在京师，历见其始终。 而推暨其故，以为天演

所趋，盖有不得不变通者，而当事诸君为之而不成，盖亦有操之过

蹙者与。 国大器也，人质点也。 集腐脆之质点以为器，则立坏；集

腐脆之人以为国，则必倾。 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

矣。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０ｂ：２８７）

“国大器也，人质点也”，“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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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正是严复“群学”思想中的根本所在。 蔡元培对康梁发起的“公车

上书”运动虽表示同情，但并不赞成以少数人来推动变法。 他认为，
“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戈取政权，
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９：６５９）。 蔡元培内心

里不欣赏康、梁的逃跑行为，而对舍生取义的谭嗣同甚为钦佩，认为这

是“死生亦大矣”，“杀身以成仁”，他引用严复的“群学”观点解释道，
“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此善为己者也。 何则，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

支，固已”（蔡元培，１９９８ ／ １９００：２６）。
蔡元培认为戊戌政变后的北京政府无可希望，因此“抛弃京职，而

愿委身于教育”（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９：６５９）。 自 １８９８ 年 １０ 月离开北京

后，蔡元培志在教育事业，以开启民智，积蓄群力。 他先后担任绍兴中

西学堂总监、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并组

织中国教育会，创设爱国学社及爱国女学，还担任了中华民国首任教育

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蔡元培自京师回浙江后，尤其担忧国民素

养问题，念念不忘“民智”的问题。 １９０１ 年 ３ 月 ３ 日他游灵隐寺，见到

乞丐分段坐守，哀叹“乌呼，民智不进，工艺不兴，岂人满之咎乎！”（蔡
元培，１９９８ ／ １８９４－１９１１：３３１）１９０１ 年他所出南洋公学宪法学题目即是

“论者谓民智未开，不能设议院，然否” （蔡元培，１９９８ ／ １８９４ － １９１１：
３６８）。

（二）蔡元培的“群学说”
最能直接表明蔡元培受严复“群学”思想影响的，当属蔡元培在

１９０２ 年 ５ 月撰写的《群学说》一文。 对于何谓群学，文章开篇言：

群学者，所以明人与人合力之道，而以其力与外之压力相抵者

也。 外力有二：一，自然之力；二，人为之力。 生民以来，未有不与

此两力相抵而能生存者也。 存之久暂，以抵力与压力相消之数之

多寡为衡。 自然之压力，非抵力不能消；而人为之压力，则可以爱

力化合之……化合也者，群也，递减递增也者。 由小群而大群也，
至於无可减，则合天下为群矣。 合其力以抵自然之压力，而无不

胜，于是灾疠不作，民无夭折，则《孟子》所谓性善，而《春秋》所谓

大一统，所谓太平，而 《礼运》 所谓大同者也。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２：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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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认为，群学即人与人合力之道，人之爱力可以化合，以渐次

成群，由小群成大群，最后合为天下之群，成天下大同。 群之化合的前

提是群中之人有爱力，爱力可以说是“化合之资也”。 爱力不同，质点

不同，合力也就不同，群也就有纯驳。 爱力是什么，蔡元培解释说“仁
也”。 以“仁”为爱力，人群由夫妇、家庭、宗族，递演邻里、朋友、同事、
国家以及人类（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２：３９４）。 但爱力也有差别，个体仁爱

有薄厚，群也就有分合，有纯驳。 蔡元培引用严复的观点解释说，“《天
演论》所谓‘欲致治之隆，必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故圣

人为之学校焉……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是
也”（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２：３９６）。 以此可知，蔡元培的群学思想仍以民

本论为基础，民智、民德、民力是群分合与强弱的根本所在。
此外，蔡元培的群学观同样具有有机论和进化论的重要意涵。 蔡

元培认为，人类有机体不同于生物有机体，人类有机体的组织方式和组

织结构更复杂。 组织结构不同，群的强弱也有不同。 人各有差别，各司

其职，相互配合，谓“通功易事”也；人类还可以为群而“尽职其畔”，这
是孔子“杀身成仁”和孟子“舍生取义”的道理所在，也是斯宾塞所言

“群己并重，舍己为群”的意义所在（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２：３９７）。 蔡元培

与严复一样，更重视的是“群”的自由和“群”的强大，因此会赞赏谭嗣

同为群而牺牲个人的精神。
在这篇《群学说》中，蔡元培更多地表达了群学观的进化论意义。

在开篇，蔡元培认为，由小群而大群，不断递增，最终合为天下之群，最
终会达到《孟子》所谓性善，《春秋》所谓大一统、所谓太平，《礼运》所
谓大同的终极世界。 发表于 １９１８ 年的演讲《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中提

到了四种主义前途光明，其中就有“大同主义”。 这种世界主义的观念

对理解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以及其整体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蔡元培在公开讲演活动中经常提及他的群学观，且在民国时期编

写的修身教科书和课程讲义中又多次阐述。 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１６ 年与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创办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

会。 １９１６ 年夏，蔡元培为华法教育会开办的华工学校编著《华工学校

讲义》，并向学校师生讲授。 讲义分德育和智育两部分，其中德育第一

篇即为“合群”，第二篇为“舍己成群”。 为何要“合群”？ 蔡元培认为

墙壁、桌椅、衣服都是积分散部分而成，身体也一样，社会也一样，是由

无数细胞集合而成的。 蔡元培进而认为，由一家之群进而可以递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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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之群、一国之群和世界之群（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６ａ：３８６）。
为什么要“舍己成群”？ 蔡元培认为，“积人而成群。 群者，所以谋

各人公共之利益也。 然使群而危险，非群中之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

以保群，而群将亡。 则不得已而有舍己为群之义务焉”（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６ａ：３８６）。 舍己为群之理由有二：一是己在群中，群亡则己随之而

亡；二是群的力量必大于个人的力量。 蔡元培认为从军以及为真理牺

牲都是舍己为群，虽死而无悔。 因此“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共的。
讲义还有“注意公众卫生” “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 “尽力于公意”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责己重而责人轻”等节，都在宣传重他人、重公

共利益的观念；此外，讲义还有“勿畏强而侮弱”“爱护弱者”等节，和他

后来强调的人道主义、互助主义、反对竞争强权都是一以贯之的。
１９２０ 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将蔡元培编写的《华工学校讲义》作为

“附录”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 此后，全国通行的中学教科书

均选取若干篇为课文，如《舍己成群》 《理信与迷信》 《责己重而责人

轻》《文明与奢侈》等（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６ａ：３８５）。 以此可见，有大量普

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通过教科书得以了解蔡元培这些“合群互助”“舍
己成群”的群学思想，并深受其影响。

（三）群学意义上的“工”
前文已指出，蔡元培很早就表达了四民都是“工”的观点。 不管是

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只要勤勉工作，运用自己的技能，有益自己和

他人的都是“工” （劳动）。 从群学的观点来看，“工”对于蔡元培而言

具有什么重要涵义呢？
在蔡元培看来，首先，“工”对于个体而言，有益于自身，是独立人

格之保证，也是群学中民本论的基础所在。 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
蔡元培说，“勤勉者，良习惯之一也。 凡勤勉职业，则习于顺应之道，与
节制之义，而精细寻耐诸德，亦相因而来”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２ａ：８２）。
１９１３ 年，蔡元培在一演说词中又阐述“勤”“朴”“公”三字精神，认为此

三字之意与旧道德不背，亦与新道德相合，“旧道德曰义、曰恕、曰仁

等，皆足与勤、朴、公三字互相发挥；新道德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亦
赖勤、朴、公而圆满”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３ａ：２３６）。 蔡元培认为勤朴的

内涵就是自食其力，而非不劳而获。 自食其力，方才有自由和平等，相
反越依赖他人越不自由。 “不勤不朴，既不自由，又不平等，刻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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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己，尚望其尽己之职，兼为他人尽职乎？”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３ａ：
２３６）在 １９１６ 年《华工学校讲义》中，蔡元培指出，不勤劳、不自立就会

产生依赖之风，并批评我国传统社会乞丐、纨绔子弟等人严重的依赖之

风（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６ａ：４１２）。
其次，蔡元培认为，“工”对于“群”来说，有益于他人，也有益于整

个社会，是有机体存续和强弱的重要保证。 蔡元培在 １９００ 年的《剡山

二戴两书院学约》中分析我国贫弱的状况，指出：“积久则农工商固无

以自养，而士无可劫，则皆贫，贫则争，争则益贫。 积贫而所以为生者，
不得不简，则弱积，争而互相维持之势，则愈益弱。 呜呼！ 此我中国所

以以四万万之众，而亟见侮于外国，以酝成亡国亡种之祸者也” （蔡元

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００ａ：２５５）。 蔡元培认为，中国国民长久相互争夺，不劳而

食，以致积贫积弱，终酿成亡国亡种之祸。 此后，不仅农要自食其力，而
且士、工、商都要自食其力，否则就都要依赖农的供养，久而久之就会相

互争食，积贫积弱。
再次，蔡元培认为，“工”也是每个人的天职。 从普遍意义上看，这

既是通向大同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同理想社会的状态。 １９１５
年蔡元培在《勤工俭学传》一书序言中，认为“吾人所作之工，亦所以供

给他人之需要。 通功易事，惟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
是以作工为吾人之天职”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５：３５７）。 “五四”时期，国
内兴起了“工学互助”活动，蔡元培对此大为赞赏，认为人人做工，人人

读书，可达到理想的世界。
以此可见，蔡元培从最早 １９００ 年对“工”的阐释，到 １９１８ 年纪念一

战协约国胜利发表《劳工神圣》讲演，一直重视自食其力的“工”的重要

价值。 蔡元培受严复群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工”不仅是个体获得自

由、平等，得以人格独立的基础，也是作为有机体的“群”能正常运转和

存续强大的保证。 人人做工，各尽所能，从普遍意义来说，是通向未来

世界大同的重要途径，也是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状态。

四、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劳工神圣”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理解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的

重要思想源流。 已有文献多有论及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受到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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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李怡，２０００；冯庆，２０１６；李双、杨联芬，２０１９）。 那

么，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蔡元培，在什么意义上认为劳工是神圣的呢？
清末民初，中国的留日、留法学生形成了在日本以刘师培为代表的

《天义派》杂志和在巴黎以李石曾、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两个宣传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阵地。 蔡元培在清末就与刘师培、李石曾二人交往

密切，广泛接触和阅读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刊物（付建舟，２００６）。 １９０７
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参加了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巴黎组织的宣传无政府

主义思想的“世界社”；１９１５－１９１６ 年，蔡元培在法国又与李石曾等人创

办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 这几人是终身的挚友，都受无政府主义

思想影响（张晓唯，１９９９：５０５－５１９）。 １９１８ 年，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创办

了《劳动》月刊，是中国第一个明确以“劳动”命名的无政府主义刊物，
其宗旨就包括“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 （葛懋春等，１９８４：３６３）。 这

可以说是几个月后蔡元培《劳工神圣》讲演的先声。
德里克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并非仅仅是反对强权，追求

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 “个人解放的目的是恢复他或她的本质的社会

性，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社会” （德里克，
２００６：２６）。 为了实现未来完美的理想社会，互助、劳动和道德改造对

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就是极为重要的。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师复

曾说，“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非由

外烁”（刘师复，２０１５：１６２）。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蔡元培，如何从互助

和劳动的意义上理解“工”的重要价值呢？
对蔡元培来说，从无政府主义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互助。

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大同理想社会的

终极目标和实现方式。 蔡元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中指出，个体

是浩瀚世界一分子，需有世界观和人生观，互助论就是人类以后极为重

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２ｂ：２１８）。 蔡元培在各种场合

向青年学生、社会民众宣传互助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如 １９１３ 年 ６ 月

在上海城东女学演说，教育学生此后要人人互助，而非人人竞争（蔡元

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３ｂ：２４１）。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他又在绍兴各界大会演说，“大
凡世界上之大事，初则皆各别进行，后乃共同进行……现在世界大势，
无不趋于共同”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６ｂ：４７１）。 蔡元培指出吾国人缺乏

共同之观念，绍人亦莫不皆然，提出绍人今后无论兴办何种事业，应具

共同进行的观念，而不是违背世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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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来看，蔡元培所言的各行业自食其力的

“工”，如果能互相协助，如同一战协约国互助一样，就可以对抗各行业

存在的强权和掠夺现象，最终形成世界大联合。 即使是教育者，蔡元培

也认为是专门工业中的一种工作，是教育工。 教育即为工业一种，就有

教育工会，以维护教育者的权益。 从事教育的“工”可以组织工会，以
形成全国总工会、国际总工会，最终达到理想世界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１７：１０５）。 蔡元培还特意指出，教育工会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这个组

织，更“尤在各种理想之中”，认为“盖吾侪所操之业，无不与各种工业

关系有关系”，各行业组织工会，相互协助渐次可以形成世界范围的联

合，以达到世界大同。
蔡元培从无政府主义思想中获得的第二个重要价值是劳动，也即

“作工”。 刘师复认为，虽然劳动是神圣的，但有些职业是神圣高尚的，
如农工医术教育，因为是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而有些不为生活所必需的

职业就是不正当的，“若如商贾、官吏、军人、律师、警察、娼妓、强盗等，
或非生活所必需，或为社会之大害，皆不得为正当之职业” （刘师复，
２０１５：３２）。 “五四”时期，国内兴起了“工学互助”活动，蔡元培对此大

为赞赏。 蔡元培把国内工学互助团与国外勤工俭学会并称，认为由此

可以解决学生作工和读书问题。 蔡元培兴奋地说“劳动神圣，教育普

及，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２０ａ：３）。 按照这种

方式，最终人人求学、人人做工的理想社会就可实现。
蔡元培在《我的新生活观》中描述了新生活：“要是有一个人肯日

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体里的人，都是日日

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
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２０ａ：２１３ －２１４）。
“劳动神圣，教育普及”，日日做工，日日求学，可以说很好地表述了无

政府主义以教育和劳动为改造方式的道德理念以及未来世界的理想

图景。
１９２４ 年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后，依然重视“工”的重要意

义。 １９２７ 年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一同创办了国立

劳动大学。 在写于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的《劳动大学的意义及劳大学生的责

任》一文中，蔡元培阐释了劳动大学的责任，“即是学生要实际工作，做
工即是唯一的劳动……各个同学都能做工，人人都须工作，是最高的理

想。 将来社会改造，必在于这一点，学校生活便是这一点的开始。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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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切发明，都是从实际做工而得，所以劳工学院的同学，应该脚踏实

地做去，要功课及格，第一便是要做工”（蔡元培，１９９７ ／ １９３０：４８８）。
以此来看，蔡元培认为劳工在无政府主义的互助和劳动的意义上

有重要价值，因此是神圣的。 各行业的“工”如果能互相协助，定能逐

渐对抗各行业存在的强权和掠夺现象，最终形成世界大联合，达到无强

权的大同世界；人人皆“工”，这是新生活、新世界的理想图景，也是达

到大同社会的重要方式。
需要补充的是，严复的“群学”思想以达尔文、斯宾塞的竞争进化

论为基础，当蔡元培吸收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批评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

时，是否意味着他放弃严复的“群学”思想呢？ 严复和蔡元培的“群学”
思想中，虽有达尔文竞争进化论的色彩，但他们看重的不是个体意义上

的竞争，而是国与国、种与种的竞争。 而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竞

争和强权，主张取消国家、取消种族，追求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重新组

织社会。 在“群学”思想中的有机论层面，人人劳动有助于社会繁荣、
国家强盛，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已完全取消国家组织这一层面。 尽管有

这些差别，但劳动对个体人格养成和最终理想世界的实现来说都有重

要价值，二者在蔡元培那里是汇通的。

五、结语：承前启后的“劳工神圣”

蔡元培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发表的《劳工神圣》讲演，在近代劳动观念转

变的过程中可以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近来一些研究文献

多探究“劳工神圣”之后的劳动思潮和劳动问题的演化，而较少探究

“劳工神圣”是如何“承前”的，即传统上处于低下地位的劳动和劳工在

近代是如何神圣起来的。 本文指出，蔡元培主要受严复“群学”思想和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凡出劳力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都是劳工，
自食其力的“工”（劳动），对个体人格之养成、群的强盛以及理想世界

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是“神圣”的。
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在如下方面是“承前”的。
第一，近代劳动思潮传播与“劳工神圣”。 尽管中国近代无政府主

义者较早提出“劳动者，神圣也”的表述，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思想

也有传入，但却是蔡元培在全国纪念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以最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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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直接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发出了“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

认识劳工的价值”的呼声，直接推动了“四民皆工”观念的形成和传播。
蔡元培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与破坏力虽比不上许多人，但以对新思

想的掩护与培养而论，其力量与功劳非他人所能及。 蔡元培先生被评

价为“近代中国新思想界首屈一指的卫兵与褓姆”（蔡尚思，２００５：１６４）
以及“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山人，新文化运动的褓母” （郭湛波，１９７３：
２６６）。 梁漱溟也曾评价，“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
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梁漱

溟，１９９８：１３３）。 既有旧学根基，还留学德法两国接受新思想的蔡元

培，能汇通性地阐发新思潮中劳动的现代价值意涵，还以讲演、编写教

科书的方式向广大民众进行普及，其对近代劳动观念转变的推动确实

“非任何人所能及”。
第二，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劳工神圣”。 蔡元培的中西方文化

观，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保守派”和“西化派”，而是提倡“文明之消

化”，试图吸收西方新思想，以超越传统道德的局限重新提倡新道德

（欧阳哲生，２０１０：１６９－１８３；张汝伦：２０１４：６１５）。 中国传统虽然有“劳
动”一词，但并不具有现代西方劳动观念崇高的伦理性意涵。 蔡元培

以“格义”的方式，将西方现代劳动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勤” “朴”
“公”等字词相比附，肯定并宣扬自食其力的美德。 蔡元培认为，“勤”
“朴”“公”此三字之精神，与旧道德不背，亦与新道德相合；自食其力，
方才有自由和平等，越依赖他人越不自由。 人人劳动、每天劳动，则勤

勉、节俭、自由等美德都可培养。
第三，作为伦理实践的“劳工神圣”。 蔡元培的伦理学思想以及他

的新道德观是他整个思想的基础。 这种新道德观并不是形而上学的，
而是作为日常的行为规范来实践的。 蔡元培阐发了中西方文化中劳动

的高尚价值，还认为这种劳动是实践性的，是每个人的天职，应作为日

常行为来践行。 他参与创办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积极鼓励国内

工读互助团运动，宣传劳动的价值并提倡人人劳动。 在“五四”时期，
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广泛传播劳动与劳工的重要价值，并身体力

行去实践。 人人都要劳动，不劳动反而是可耻的。
第四，“完全人格”之教育与“劳工神圣”。 蔡元培不仅早年受严复

“群学”思想的启蒙，而且其后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严复影响（吴玉伦，
２００５）。 自戊戌政变之后，蔡元培在严复“群学”思想导引下，志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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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育民本，提倡体育、智育、德育“三育”教育。 蔡元培后来又提出

德、智、体、美“四育”教育的理念，以期实现“完全人格”之教育（张勤，
２０１０：９５－１１０）。 在蔡元培看来，“工”（劳动）对于个体而言，是独立人

格之保证，是民本论的基础所在。 劳动的教育，再加上体育、智育、德
育、美育这“四育”教育，形成“德智体美劳”完整的教育理念，现代人格

才能得以完整培育。 在此基础之上个人互相配合，形成群之合力，国家

才能强盛。
第五，严复“群学”思想与“劳工神圣”。 严复从前被认为除了留下

“群学”一词外，没有给中国社会学做出其他贡献。 事实上，严复为中

国近代思想提供了最完整而又具有反思性的现代性方案，而且还形成

和阐述了中国现代性的“社会”观（应星等，２００６）。 正如本文所论，蔡
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严复“群学”思想来阐发

“工”（劳动）的重要价值。 这样的阐发和表述意味着传统文化中价值

较低的劳动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具有了现代的崇高的伦理价值。 近

现代的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围绕现代劳动的观念，也需重构和

转变。
随着 １９２１ 年后国内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

获得领导地位，劳工的地位和劳动的价值更是至高至上。 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历了体制转型，一方面出现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大量农民

工进城务工，另一方面阶级政治和工人阶级话语却出现衰落。 这些劳

动者的阶级属性和价值地位是学界争议的重要议题（汪晖，２０１４）。 近

年来，一些学者提倡把阶级分析带回劳工研究的中心，以期理解转型时

期“新工人”和“老工人”的阶级再形成（沈原，２００６）。 不过，国内的劳

工研究目前过于依赖西方劳工研究的范式，对自身历史和学术传统挖

掘非常不够（沈原、闻翔，２０１４）。
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工人阶级话语、也不

同于西方劳工研究的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劳动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变迁的重要意涵。 当下国际局势变动，国内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蔡元

培“劳工神圣”思想倡导的自食其力、合群互助，对理解个体人格之培

养、国家之强盛、世界之互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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